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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不同污染物处理过程中清洁生产技术的差别，本文以现有环境技术效率的研究为基础，提出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概念，并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的SBM模型，评价了我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研究表明：在我国废水、废气和固废处理过程中，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整体水平最高且发展趋势最好；由区域和省域分析可知，各地区不同污染物处理过程中，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差异明显，不仅需要分地区制定污染物处理控制政策，还需要针对不同种类污染物的控制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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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ive study on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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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fficiency to study the difference in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pollutants. And it also evaluates the efficiency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except Tibet, on the basis of SBM model of undesirable outpu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fficienc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wastewater, waste gas and solid waste treatment, of which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waste water treatment is the highest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s the best.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efficiencie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polluta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reby,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should be aimed at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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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冲突的日益凸显，剖析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与能源、资源环境的作用机制，寻求当前矛盾冲突的调解方式，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而工业发展作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尤为明显[1]。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工业生产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研究领域，已经把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引入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资本的使用导致了污染的产生，在模型构建上表现为生产函数中污染存量作为生产要素的引入[2]。
环境技术效率作为统筹考虑能源、环境与产出增长关系的测算指标，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考虑环境约束的技术效率评价研究中[3-8]。本文在现有环境技术效率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非期望产出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生产率模型，以劳动、资本和能源作为投入要素，分别将废水、废气和固体污染废弃物这三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产出要素，依据清洁生产技术概念[9]，构造衡量工业生产中不同污染物产出控制技术水平的新指标——工业废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工业废气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和工业固废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并对全国30个省市的以上三种污染物处理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从全国趋势、区域差异、省域差异这三个角度对测算的效率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①在现有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对环境技术效率测算的基础上，将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污染废弃物的排放量分别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研究框架，将现有研究中单一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分解为三种污染物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构建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这一新的概念，对比研究三种污染物处理过程中该效率值的差异性。②分别从全国、区域和省际三个角度分析数据结果，寻找三种污染物处理情况下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
下文安排：第二部分回顾梳理环境技术效率的相关文献，并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及创新点；第三部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概念，建立测算模型，同时对变量和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呈现效率测算结果，并对测算结果从全国、区域及省域角度的比较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
2、 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是在环境技术效率的基础上提出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概念，因此本文首先对环境技术效率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逐步引出研究内容，说明研究意义。
技术效率最早是由Farrell提出来的，传统技术效率研究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背景是在既定投入下实现产出最大化或者在既定产出中实现投入最小化。后续研究中逐渐有学者将环境因素纳入技术效率的测算中，从而形成了环境技术效率：环境技术效率值是指在给定投入和技术条件下，生产者为同时追求最大产出与最小污染的效率，即在考虑环境非期望产出条件下的投入和产出关系[4]。这种以投入产出之比代表的环境技术效率又被称为环境综合效率[10]，或环境生产率[11]，或环境效率全要素效率[12]。不考虑污染排放因素时计算得到的技术效率是生产效率；以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及污染治理投资作为投入量，污染治理量作为产出量，通过这样的投入产出模型设置得到的技术效率是环境治理效率。而环境技术效率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以达成不仅要增加“好”产品（即正常产品），也要最大限度减少“坏”产出（即作为环境非期望产出的污染物）的目标。Färe等在1996年，首次基于全要素生产效率理论改进了污染指数和投入-产出效率模型，对环境效率指数进行定义及具体测度[13]。
国外的环境技术效率的测算研究已经发展到不同经济领域。Rattanapan等[14]对泰国橡胶手套制作过程中的环境技术效率包括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内的测度指标进行筛选，并得到具体代表指标，这些指标将有助于发现更多的经济、有效的提高生产力的方式。Winter等[15]针对工件打磨过程中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方法进行实证研究。Aldanondo等[16]把DEA方法测度环境效率引入农业领域，分析有机农业和传统农业中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测度不同技术下的环境效率，并且对比分析了考虑和不考虑环境影响时的技术效率。Lozano和 Gutiérrez[17]基于DEA方法及IMPACT模型，分别取人口和GDP作为投入和产出变量，一次能源消费量及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测度各国1990年至2004年的环境技术效率水平。
我国对环境技术效率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国外测度及指标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Watanabe和Tanaka[18]利用中国沿海五个省市1994年至2002年的数据，对比分析了仅考虑期望产出和同时考虑期望及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测度模型，结论表明仅考虑期望产出时测度得到的效率是存在偏误的。除此之外，在中国电力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度中，考虑环境约束（环境效率）的必要性也已经被证实[19]。因此，在我国考虑环境约束及非期望产出的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测度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国环境技术效率、技术效率、环境效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工业、农业及全行业中效率省际及地区差异的分析[3] [20-21]，但其中非期望产出角度多局限于对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固体污染物等单一污染物[22]。Chen和Jia[23]采用SBM模型测度了2008年至2012年我国各省市环境技术效率，将工业就业人数、能源消耗量、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入量，GDP作为期望产出，仅以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固废排放量综合作为非期望产出。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环境技术效率的国内研究较多侧重省际层面，只有较少研究从区域角度进行分析；此外，现有研究的环境技术效率测算及评价多以单一污染物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部分研究使用废气、废水和固体污染废弃物的排放量衡量环境污染，但都将“三废”通过权重合成为一个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作为一种产出角度，或者有些研究将“三废”分别作为三种产出量，但仍然将三种污染产出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视为相同，而这种假设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明显是与现实不符的，这是本文有待解决的问题。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模型说明
为提高环境技术效率，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不同国家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大量定量分析模型和方法[6]，并将对环境技术效率的测度评价作为重点关注方向的其中之一。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作为度量效率和生产率问题的有效工具，由Färe和Pasurka[5]引入环境技术效率评价，随后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方法在环境技术效率评价方面的应用加以研究和改进。由于传统的DEA模型大都是径向和角度的度量，而径向的DEA模型在投入过度或产出不足时会高估评价对象的效率，角度的DEA模型由于对投入或产出中的某一方的忽视而导致效率结果不准确[24]。因此Tone[25]提出了非径向、非角度基于松弛变量的(Slack-based measure，SBM)效率测度模型。但是，与大多数DEA模型类似，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仅片面的追求尽可能缩减投入或者尽可能扩大产出，这与现实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需要尽可能减少才能增加经济效率的副产品（即非期望产出）相冲突。所以，Tone[26]将非期望产出(如污染物排放)纳入SBM模型。此后，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的SBM模型成为计算环境技术效率的一种常见选择[3-4] [20-23]。在具体研究中，Hailu[27]把非期望产出加入到非参数模型中，进一步完善了生产技术函数，对加拿大纸浆和造纸行业的实证分析指出，忽视污染物产出变化的传统措施低估了真正的生产率增长，佐证了非期望产出纳入效率测度模型的必要性。
现有研究也通过实证手段对多种DEA模型进行对比，结果说明在环境技术效率中，SBM模型可以有效避免传统DEA模型的缺陷，是进行效率测度的最优模型[28] [29]。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环境技术效率SBM模型评价方法的优化 [4] [30- 31],但众说纷纭，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观点，因此，考虑到模型的成熟性与争议度，本文选取较为常见的SBM模型，并且结合本文研究内容做出改进。
本文使用的效率测度模型是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Chung et al.[32]提出了用于评价考虑环境因素生产率的方向性距离函数（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由此基本函数构建了环境技术[33]，该生产可能集合中既包含了期望产出，又包含了非期望产出。假设有K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使用M种投入[image: image2.png]x €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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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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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one[26]定义的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SBM模型，不仅考虑了投入要素与期望产出要素，还考虑了二者与污染排放这样的非期望产出要素的关系。则对于决策单元[image: image20.png]DEU, (x.y%.y®)



，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的SBM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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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权重向量，[image: image27.png]


代表投入产出的松弛量，[image: image29.png]


表示投入松弛量（即投入过多）、[image: image31.png]59



表示期望产出松弛量（即期望产出不足）、[image: image33.png]


表示非期望产出松弛量（即非期望产出过多）。式（2）的分子表示决策单元的实际投入相对于前沿面投入的可缩减比例（即投入无效率程度），而分母则表示决策单元实际产出相对于前沿面产出的可扩张比例（即产出无效率程度）。此外，目标函数[image: image3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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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递减，并且[image: image43.png]


的取值范围为[0,1]。当且仅当[image: image45.png]


=1时被评价的决策单元有效率；而[image: image47.png]


<1时被评价决策单元无效率，可以通过削弱或消除投入产出的松弛量对当前决策单元做出改进。
(2) 清洁生产技术效率
本文以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的概念为基础，根据上述SBM模型中概率的定义，解释了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Färe et al.[33]将包括非期望产出的产出要素与资源投入要素之间的技术结构关系定义为环境技术。类似地，本文将工业生产中污染物产出与能源、资本等要素投入之间的技术结构关系定义为工业清洁生产技术。在资源投入一定的条件下，为增加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净化设备投入，会相应减少期望投入，从而导致期望产出减少，这是该衡量指标与传统投入产出技术指标的不同之处[34]。
Hu和Wang提出了以能源目标值与能源实际值之间的比率作为衡量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指标，本文借鉴全要素效率及技术效率的构建方法[7]，提出我国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方法。区域i在t时期的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测算方法如下：
清洁生产技术效率(i,t)=污染物排放目标值(i,t)/污染物排放实际值(i,t)       （3）
污染物排放目标值(i,t)=污染物排放实际值(i,t)-污染物产出松弛量(i,t)       （4）
污染物排放目标值是指在现有水平下可能实现的最低污染物产生量，即经过有效的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数量。若某区域污染物排放目标值远远低于污染物排放实际值，则其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接近于0，表明该区域污染物治理效率处于极低的状态；若某区域不存在污染物产出松弛量，则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值等于1，表示工业生产中的污染物治理是完全有效的，即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工业生产中的污染物治理技术实现了污染物产出的最小化。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对传统环境技术效率的测度模型做出改进，并采取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的SBM模型，分别测算了三种污染物处理中的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
(3) 变量选取
本文将劳动、资本和能源作为投入要素，以我国不同地区工业产出及工业废水、废气及固体污染废弃物的排放量作为产出要素。其中，劳动要素是指我国不同地区工业的从业人数；工业资本是指根据张军和章元[35]以及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36]提出并完善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的资本存量；能源是指我国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投入量。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内涵如表1所示。
表1 投入产出要素说明表
Tab.1 Description of input-output factors
	　
	变量
	具体指标（单位）

	投入要素
	劳动
	工业从业人数（万人）

	
	资本
	资本存量（亿元）

	
	能源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费总量（万吨）

	产出因素
	期望产出：工业产品
	工业总产值（亿元）

	
	非期望产出：废水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

	
	            废气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标立方米)

	　
	           固体废弃物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4)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及平稳性，剔除西藏数据，选取中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工业总产值、工业从业人数、能源消耗量及资本存量计算所需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工业各地区废水、废气和固体污染废弃物排放量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各省份工业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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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中，[image: image55.png]


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image: image57.png]


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mage: image59.png]


表示第t年的平减后的可比价新增投资，[image: image61.png]


为第t年的资本折旧率,[image: image63.png]


为第t年的当年折旧，[image: image65.png]


为第t-1年的固定资产原值，[image: image67.png]


为第t年的累计折旧，[image: image69.png]


为第t-1年的累计折旧。计算过程中，2004年全国工业资本存量按2004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取值。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见表2。
表2 投入与产出变量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relevant variables
	　
	单位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工业从业人数
	万人
	1 568
	11.65
	292.47
	320.77

	资本存量
	亿元
	267 613.8
	4 873.41
	54 263.05
	53 725.69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
	45 918.32
	158.1
	6 819
	5 553

	工业总产值
	亿元
	143 016.9
	473.1
	20 892.69
	26 054.13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万吨
	905 082
	5 782
	139 884.5
	144 952.5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亿标立方米
	79 121.3
	860
	16 734.1
	13 464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45 576
	127
	8 001.04
	7 497.76


4、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我国工业废水、废气及固废三种排放污染物处理中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分别进行测算。由于各地区自然环境条件、资源分布以及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其清洁生产技术效率也存在较强的地域特征，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按照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地区的划分，对样本进行区域差异比较评价。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各省市2005-2014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平均值。我国各省市工业废水、废气及固废处理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值结果如表3所示。全国2005-2014年工业废水、废气及固废处理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值变化趋势见图1。我国四大区域在废水、废气和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变化趋势分别见图2、图3、图4。
表3 我国各省份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平均值
Tab.3 Mean values of provincial industri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fficiency in China
	省市
	2005-2014年平均值
	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策略

	
	清洁生产技术效率
	清洁生产技术效率
	清洁生产技术效率
	改善废水控制技术
	改善废气控制技术
	改善固废控制技术

	
	（废水处理）
	（废气处理）
	（固废处理）
	
	
	

	北京
	1.000 
	0.832 
	0.973 
	　
	△
	　

	天津
	1.000 
	0.980 
	0.979 
	
	
	□

	河北
	1.000 
	0.857 
	0.738 
	
	△
	△

	上海
	0.847 
	0.883 
	1.000 
	△
	△
	

	江苏
	0.954 
	1.000 
	0.977 
	□
	
	

	浙江
	0.648 
	0.702 
	0.813 
	△
	△
	

	福建
	0.789 
	0.894 
	0.663 
	△
	△
	△

	广东
	0.916 
	1.000 
	0.994 
	□
	
	

	海南
	0.751 
	0.790 
	0.935 
	△
	△
	

	山东
	1.000 
	0.898 
	0.836 
	
	
	□

	东部均值
	0.891 
	0.884 
	0.891 
	　
	　
	　

	山西
	1.000 
	0.765 
	0.664 
	
	△
	△

	安徽
	0.911 
	0.908 
	0.722 
	
	
	△

	江西
	0.853 
	1.000 
	0.798 
	△
	
	

	河南
	0.910 
	0.980 
	0.793 
	
	
	□

	湖北
	0.863 
	0.961 
	0.787 
	△
	
	△

	湖南
	0.796 
	0.997 
	0.737 
	△
	
	△

	中部均值
	0.889 
	0.935 
	0.750 
	　
	　
	　

	重庆
	0.847 
	0.972 
	0.836 
	△
	
	

	四川
	0.823 
	0.979 
	0.651 
	△
	
	△

	贵州
	0.977 
	0.783 
	0.667 
	
	△
	△

	云南
	0.966 
	0.952 
	0.765 
	
	
	△

	陕西
	0.889 
	0.898 
	0.660 
	△
	△
	△

	甘肃
	0.996 
	0.863 
	0.728 
	
	△
	△

	青海
	0.985 
	0.869 
	0.775 
	
	△
	△

	宁夏
	0.977 
	0.924 
	0.894 
	
	
	□

	新疆
	0.992 
	0.927 
	0.834 
	
	
	□

	内蒙古
	0.992 
	0.758 
	0.666 
	
	△
	△

	广西
	0.893 
	0.977 
	0.896 
	△
	
	

	西部均值
	0.940 
	0.900 
	0.761 
	　
	　
	　

	辽宁
	0.997 
	0.859 
	0.555 
	
	△
	△

	吉林
	0.842 
	0.970 
	0.654 
	△
	
	△

	黑龙江
	0.892 
	0.967 
	0.726 
	△
	
	△

	东北均值
	0.910 
	0.932 
	0.645 
	　
	　
	　

	全国均值
	0.910 
	0.905 
	0.790 
	　
	　
	　

	注：△代表该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小于全国平均值；□代表该效率为此地区三种污染物效率中的最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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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国不同工业污染物处理过程中清洁生产技术效率趋势（2005-2014）
Fig.1 Trend of industri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fficiency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pollutants treatment (2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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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四大区域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水处理）变化趋势（2005-2014）
Fig.2 Trend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fficiency
 in waste water treatment (2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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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四大区域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气处理）变化趋势（2005-2014）
Fig.3 Trend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fficiency 
in waste gas treatment (2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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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四大区域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固废处理）变化趋势（2005-2014）
Fig.4 Trend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fficiency 
in solid waste treatment (2005-2014)
由以上图表数据可知：
（1）在三种工业污染物处理过程所对应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中，我国工业废水处理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水平最高，年平均效率值为0.910。并且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水处理）的地区差异性较小，各区域各年的效率值取值中最小的是2012年的东部地区（0.745），最大值是2013年的东北地区（1.000），四大区域基本都处于较高水平，平均效率值都在0.88以上。从发展趋势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业废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与全国变化趋势一致，整体呈上升趋势；而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水处理）则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前期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控制技术水平的提高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强调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其中包括的工业循环用水系统的推行以及促进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等措施，对西部地区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但2011年后，随着西部地区工业企业的增加，其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值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因此，2014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了推动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向西部地区倾斜的措施，这将会成为推动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回升的有力政策。此外，东部和中部地区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年平均效率值分别为0.891、0.889，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工业生产中废水控制能力仍有待加强。
从各省市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有83%的省市工业废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处于不断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天津、山西、河北、北京和山东在样本考察期内的效率值始终为1，即这5个省市一直处于效率生产前沿面上，是评价其他省市的参照，也是各省市工业生产中废水控制技术的发展典范。废水处理方面，福建、海南、浙江这3个省市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处于全国30个省市的最低水平，其平均效率值分别为0.789、0.751、0.648，如果以处于生产前沿面上的省市作为参照，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这3个省市的工业废水产出量还可以减少40%-30%，即其废水控制技术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同时，这3个省市的效率值在近年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说明这3个省市废水控制水平在逐步提高，这也说明这3个省市的工业废水污染的产出是可以降低的，其废水污染控制需要政府部门出台更多本土化的政策支持，也需要企业的切实配合。
（2）由图1和图3可知，我国工业废气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在三种污染物中处于第二位，平均效率值为0.905。在区域分析中发现，废气处理过程中四大区域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水平都较高，平均值在0.88以上；同时，该效率的地区差异性也较小，各区域各年效率值介于0.780-1.000之间。其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与全国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气处理）都呈现下降趋势，而东部、中部地区则呈现小幅增长趋势。此外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值（废气处理）低于全国的平均效率值（废气处理），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废气处理控制技术有待提高，政策有待加强。
30个省市中只有14个省市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气处理）呈增长趋势，其中江西、广东和江苏各年始终保持在生产前沿面上。山西、内蒙古、浙江这3个省市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值（废气处理）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其效率值介于0.70-0.76之间，即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参照生产前沿面上的3个省市，山西、内蒙古、浙江废气污染的产出量还可以减少30%；但这3个省市中只有山西省在样本考察期内呈增长趋势，其他两个省市都处于下降趋势，说明内蒙古和浙江的当地政府和本土企业仍然没有重视工业生产中的废气污染控制，或者是仍没有将相关政策制度妥善落实，这对内蒙古自治区和浙江省的废气污染处理控制工作提出了要求。
（3）结合图1和图4分析可知，我国工业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水平在三种污染物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中处于最差水平，其平均效率值仅为0.790。同时，固废处理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区域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的效率始终处于最低水平；其中，2012年的东北地区取得最小值0.524，2011年的东部地区取得最大值0.935，整体效率数据的极差较大；此外，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平均效率分别为0.750、0.761、0.645，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发展趋势分析，西部、东北地区和全国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固废处理）都呈现下降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则表现为上升趋势。
工业固废处理过程中，全国50%的省市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呈一定程度的增长趋势，其中上海市的效率值始终为1。而吉林、四川和辽宁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固废处理）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其效率值介于0.55-0.66之间，即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参照生产前沿面上的上海市，这3个省市工业生产中的固废产出量还可以减少40%-50%，同时这3个省市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固废处理）都处于下降趋势。以上分析说明吉林、四川、辽宁这3个省市工业生产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控制技术目前并没有改进趋势，急需提升。
（4）总体而言，我国工业废水、废气和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发展不协调，即工业生产中三种污染物的产出控制技术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全国废气和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为1的省份数量明显少于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水处理）为1的省份数量，即总体而言我国工业中废水处理控制情况优于废气和固废的控制情况。这从全国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也可以看出：只有工业废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呈现增长趋势，废气和固废对应的效率值均呈下降趋势。同时，三种污染物处理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分别在不同年份出现提升，未实现同步增长，这也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没有同时实现三者排放的有效控制，因此在政策制定和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应该同时注重对这三种污染物的控制，不应避重就轻、有所偏颇。
此外，三种污染物处理过程中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显著存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而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效率值都呈现一定幅度的整体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废水和废气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都处于较低水平，但其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固废处理）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废气控制技术明显有待提高。西部地区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水处理）全国领先，此外，西部地区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气处理）明显逊色于其他地区，工业生产中需要加强对废气的控制技术。中部地区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气处理）最佳，但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水处理）则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中部地区明显需要提升废水控制技术。东北地区的废水和废气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都处于全国第二水平，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固废处理）处于全国最低，说明东北地区污染物控制技术整体都有待提高，尤其是工业生产中的固废控制技术需要着重加强。
通过对表3中省市数据对比可知，样本期内，全国30个省市中只有天津、北京、山东、江西、广东、江苏和上海这7个省市，三种污染物处理过程中各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基本达到效率前沿面，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废气、废水及固废污染物处理控制技术的最优水平。
通过对各省市在三种污染物处理过程中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值的对比分析，以及每种污染物对应的效率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各省市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情况如下：①上海、浙江、福建、海南、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广西、吉林和黑龙江这13个省市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水处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10，需要重点提升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控制技术；②北京、河北、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山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及辽宁共13个省市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废气处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05，这些省市的废气处理控制技术有待增强；③河北、福建、山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山西、甘肃、青海、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15个省份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固废处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790，其固废处理控制技术需要增强；④还有部分省市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本文根据这些省市的三种污染物处理中效率值之间的高低比较做出分析，江苏和广东废水处理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对比其他污染物对应的效率相对较差，而天津、山东、河南、宁夏和新疆的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则略低，以上省市有必要在这两种污染物处理的控制技术方面做出改进。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大多数省市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部分或全部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同时部分省市的个别效率值甚至未达到该效率的全国平均水平，表明我国多数省市的污染物控制技术仍有待加强，需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根据表3整理各省市的效率提升途径如表4所示。
表4 我国各省份提升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提升途径
Tab4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efficiency 
	省市
	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途径

	江苏
	重点改善工业废水处理控制技术

	广东
	

	江西
	

	重庆
	

	广西
	

	北京
	重点改善工业废气处理控制技术

	天津
	重点改善工业固废处理控制技术

	山东
	

	安徽
	

	河南
	

	云南
	

	宁夏
	

	新疆
	

	上海
	改善工业生产中废水和废气处理控制技术

	浙江
	

	海南
	

	陕西
	

	河北
	改善工业生产中废水和固废处理控制技术

	山西
	

	贵州
	

	甘肃
	

	青海
	

	内蒙古
	

	辽宁
	

	福建
	污染物处理技术需要整体提高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数据，应用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生产率模型，从三种不同产出污染物角度对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度，并进行了全国、区域和省域范围的效率差异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对于全国而言，只有工业废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呈增长趋势，工业废气和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数值上，工业废水处理的效率值也远大于其他两种污染物的效率值；②通过对比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可以发现，工业废水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最低的区域是中部地区，工业废气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最低区域是东部地区，而工业固废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最低区域是东北地区；③我国30个省市中的27个省市未实现三种污染物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最优化，各省市的污染物控制技术仍有待加强。
上述研究结论蕴含的政策启示是：
（1）在全国水平上的污染物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废气和固废层面。具体措施包括：①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分配中加大针对废气和固废处理的投资额，同时相关研究显示，环保投资总量不足是导致环境质量无法实质性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扩大废气和固废的环保投资总量规模尤为重要；优化环保投资结构，目前我国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增加用于工业废气和固废污染物减排的专项投资额；在优化环境投资分配的同时，也要建立有效的资金监督和运行体制，确保资金落实到污染物治理中去。②提高对废气和固废的环境规制强度，优化衡量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落实情况的统一标准，尤其注重实现健全的政绩考核制度，改变单一注重经济增长的考核模式，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并提高废气和固废治理指标的考核权重。③制定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提高绿色技术准入门槛，淘汰投入大、产出少、高污染的工业企业，使幸存下来的企业获得更多利润，从而有利于这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进行业内绿色技术创新，充分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④积极完善环境保护税法，利用价格杠杆，以税率差异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进步，限制高能耗产品应用，实现资源的节约、有效利用，从源头减少废弃物排放。
（2）由于各省市间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及其构成差异化程度明显，因此各省市应该按照表4中的效率提升途径，分别制定针对性改善政策，抓大放小，提高各区域、各省市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水平。此外，针对清洁生产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特征的其他措施建议有：①在政策层面，对于福建这样三种污染物处理水平都较低的省市，要执行三种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而其他需要加强某一种或两种污染物治理的省市，也要单独设置排放限制，并且应鼓励以上地区就侧重改善方面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地方标准；在政绩考核办法中，按照效率水平划分区域，实行差别化考核制度。②促进我国工业清洁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不应仅仅局限于保持前沿工业清洁生产技术进步，更要重视对现有工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和扩散，推动高级技术人才在空间上的流动，以缩短区域间和省域间的技术效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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